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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的安全合作经验表明, 在面对共同威胁时, 该地区的相

关国家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安全合作机制并保持高效合作。 传统的威胁平衡

模型难以解释中东地区的安全合作困境, 也未能结合地区安全情境来甄别多元决策

主体在感知多重威胁来源时的差异化反应。 作者在对威胁平衡理论进行修正以及对

共同威胁与威胁感知进行情境化拓展的基础上, 引入威胁反应、 威胁衍生和威胁排

序三个中介变量, 揭示了威胁感知的复杂动态以及主体间的认知差异。 实证研究发

现, 自 2011 年西亚北非动荡以来, 共同威胁不但没有刺激中东地区各决策主体产生

相似的威胁感知, 反而加剧了相互间的防范。 由于威胁感知的多样化错位, 中东地

区的集体威胁平衡遭到干扰甚至破坏, 致使中东地区的合作组织、 次区域合作机制

及非正式安全倡议等实践反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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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地区安全合作是指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通过相关机制共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

传统安全威胁, 以促进区域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协作模式。 在众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

践中, 中东地区经常被视为 “例外”。 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表现与合作绩效并

不理想,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 中东社会不仅具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和地理联

系, 而且经历过 “泛阿拉伯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 等跨国意识形态运动, 但地区

的同质性并未转化为区域性安全合作的优势。 2002 年 《阿拉伯地区人类发展报告》

指出, 阿拉伯国家集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地区合作潜力之所。① 相较于欧洲、 东南

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 中东各国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 社会、 文化和宗教

同质化程度更高, 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 然而, 中东仍是地区安全合作的 “缺失地

带”,②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此种失败经验印证了 “阿拉伯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他们无

法达成一致” 的论断。③

其次, 从地区安全比较的视角来看, 中东不仅不属于安全形势总体较为稳定的区

域, 反而是全球安全挑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从冷战期间的多场地区战争到 “9·11”

事件后中东恐怖主义的持续蔓延, 再到 21 世纪初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剧中东

安全困境, 该地区安全问题不断积累, 长期面临复合型安全赤字。 其中既包括以武

装冲突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安全风险, 也包括恐怖组织坐大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同时

还涉及以政权更迭为代表的政治安全风险。④ 近年来, 安全威胁格局进一步演变,

从 2011 年西亚北非动荡引发整个地区的反政府浪潮到此后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

的恐怖主义的蔓延, 各类共同安全挑战不断浮现。

最后, 中东地区不乏旨在加强地区团结与国家间合作的尝试, 但层出不穷的地

区一体化倡议和区域合作平台与失灵的地区安全合作成效形成鲜明对比。⑤ 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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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简称 “阿盟” ) 堪称世界上较早成立的地区组织之一,

却以效率低下和名不符实著称。 除 1961—1963 年斡旋科威特与伊拉克冲突等少数案

例外,① 阿盟在多数情形下既未能有效调解或制止战争, 也无法化解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分歧。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盟尚且充当了阻止阿拉伯国家间兵戎相见规

范的宣传阵地与社会化场域, 20 世纪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的爆发则彻底暴露了阿拉

伯国家表面团结下的深刻裂痕。 随着阿盟作用的日益衰弱, 中东国家将区域合作重

心由全区域转向次区域层面。 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成立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与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经历短暂运转后即陷入机制停摆, 前者建立一年后即宣告解散,

后者自 2008 年以来未曾举办过高级别会议。 即便是所谓中东次区域合作典范的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简称 “海合会” ), 在 2011 年协同应对巴林民众抗议后,

不仅在多数领域的合作浮于表面,② 而且由于 2017 年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巴林同

卡塔尔断交而一度陷入瘫痪。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 在地区安全形势渐趋复杂化且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普遍

失灵的背景下, 中东国家一方面积极签署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协议, 另一方面偏

好灵活的单一功能性联盟策略, 在应对 “伊斯兰国” 极端主义威胁等具体事务上开

展了周期短暂且流动性较高的松散联盟行动。 它们的策略性合作不仅缺乏高效协同,

更常常出现在某些议题上联合却在另一些问题上对立的现象,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该

地区难以摆脱 “地区团结宏愿长存却冲突不断” 的宿命。③

基于上述现象, 本文试图系统性地探究如下核心问题: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 为

什么处于共同威胁下的中东国家未能形成高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机制并提高合作效率?

为什么中东地区频繁发起安全合作倡议, 却又无法依赖它们来维护地区稳定? 本文

突破了传统威胁平衡理论的线性假定, 通过引入 “威胁反应—威胁衍生—威胁排

序” 的三重中介变量体系, 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威胁平衡动态分析模型。 该模型尤

其关注地区国家权力边界模糊与利益范围错位的现实特征, 解释了威胁认知分化的

内在机理, 为理解地区安全合作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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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中东安全合作既有解释的局限

地区安全合作已成为中外社会科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但学界往往倾向于

关注某些地区的特定安全议题, 相对忽视了另一些地区的其他重要问题, 致使既有

研究虽能窥其一斑却难见其全貌。 国际关系学者遵循议题导向范式, 侧重于欧洲和

亚洲的经验归纳,① 尤其聚焦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实施、 东盟的地区

安全机制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议题,② 而较少关注中东等地区的负面案例。 区

域研究学者秉承区域导向传统, 通常将中东的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置于 “中东例外

论” 的框架下加以审视。 既有文献中不乏对该地区特殊合作路径与联盟形态的描

述,③ 却较少深入讨论造成此类 “异常” 合作形态的成因。 两种研究范式均为丰富

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 但随着精细化学科分工的不断推进, 当前区域研究与国

际关系学者日益倾向于在各自的领域独立开展实证研究和知识生产, 造成了 “一般

论” 与 “特殊论” 的二元叙事边界。④ 本文旨在打破两种研究范式的藩篱, 聚焦中东

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的负面案例, 尝试对该地区安全合作实践失灵的影响因素和因果机

制进行理论解释, 希冀能促进地区合作理论的发展。

目前关于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研究主要遵循五种理论路径: 一是新功能主义视

角。 该视角指出, 地区合作通常始于通信、 交通和卫生等低政治领域, 随后向其他

功能性领域及高政治领域 “外溢”。⑤ 西方学者常以欧洲为参照,⑥ 认为中东国家缺

乏地区内合作的意愿与基础。 例如, 保罗·阿兹 (Paul Aarts) 认为, 中东经济合作

很难超越现有的自由化边界, 低政治领域合作尚且进展缓慢, 遑论更高层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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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合作。① 阿拉·丁·阿拉法特 (Alaa Al-Din Arafat) 指出, 海合会应对安全

威胁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成员国经济改革缺失与国家间经贸联系薄弱。② 也有学者

认为, 基础设施联通不足、 经济结构单一、 对外依赖度高以及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

低等因素制约了中东功能性合作。③ 然而, 新功能主义视角的解释力存在不足。 功

能性合作条件缺失并非中东地区的独有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南亚、 拉美与

非洲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时, 同样面临经济结构同质化、 国家间合作意愿薄弱以及

高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等问题。④ 但在功能性合作基础同样薄弱的情形下, 东盟多

次遏制成员国间大规模冲突,⑤ 南美洲国家联盟曾促成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争端的

和解,⑥ 非盟也在索马里和苏丹等国开展一系列调解与维和行动。⑦ 相比之下, 阿盟

等中东区域机制则表现不佳。 这表明, 功能性合作虽然可能助推地区安全合作, 但

并非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是自由制度主义视角。 该理论同样源于欧洲经验, 强调区域制度对维护地

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⑧ 部分文献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阿盟等机制存在决策制度

安排缺陷。⑨ 穆吉塔巴·阿里·伊斯安尼 (Mujtaba Ali Isani) 指出, 阿盟疏于履

行规范性承诺, 并因此丧失了社会合法性, 这是其绩效失能的根源。�I0 玛丽亚·
德布雷 (Maria Debre) 也分析了阿盟选择性运用地区制裁影响成员国内政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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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① 自由制度主义对中东地区安全合作困境的解释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方面,

该理论虽然指出地区安全组织的制度缺陷, 但没有阐明为何中东地区先后出现的各

类地区安全组织都存在类似的制度问题, 也未能揭示该地区缺乏超国家管控机制的

根源; 另一方面, 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 政府政策协调需求与民众反对

主权让渡之间的悖论是造成地区安全合作困境的主因。② 然而这一解释与中东地区

的政治现实不符。 刘中民等指出, 尽管共同的信仰会促使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形成,

“但未能有效地将幅员辽阔、 人口稠密的伊斯兰世界团结成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

体”。③ 事实上, 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历史记忆、 宗教信仰与语言体系不仅没

有形成 “民意约束”, 反而致使社会层面的超国家认同有时可能超越国家认同。 如

在 2017 年卡塔尔断交危机期间,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民众因部落归属与文化共

情, 对本国实施的封锁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④ 相较于欧洲, 中东地区自下而上的

民众诉求与自上而下的跨国议程存在较强的兼容性, 民意往往并不反对实现跨国合

作, 因此该地区政府间脆弱的安全合作机制可能源于某些被自由制度主义视角所忽

视的原因。

三是国家同质性视角。 这一理论路径认为, 国家间在政治制度、 经济体制、 意

识形态、 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相似度越高, 彼此间的缔约成本就越低, 合作

越易于达成。⑤ 有学者指出, 中东国家间异质性显著, 如以色列犹太文化与中东伊

斯兰文化之间存在鸿沟, 阿拉伯文化与土耳其、 波斯文化之间也差异显著, 导致不

同民族和宗教主导的国家难以形成共同规范。⑥ 也有研究发现, 周期性宗派对抗浪

潮的出现构成了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阻力。⑦ 但该视角难以解释为何同样属于

阿拉伯民族、 使用阿拉伯语、 主要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且政治制度高度相似的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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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之间仍然未能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 迈克尔·巴尼特 (Michael Barnett)

等指出, 阿盟成立 50 年间通过了 4000 多项涉及阿拉伯国家整体利益的决议, 其中

有 80%未能落实。① 此外, 1963 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 “沙尘暴战争”、 1990 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事件也表明, 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少于其与非阿拉伯国

家之间的矛盾。

四是权力结构视角。 该视角批判了基于欧洲经验提炼的理论路径, 主张从中东

自身的地区特征出发, 指出国家在面对安全威胁时的策略选择深受国际与地区权力

结构的双重影响。 在国际权力结构层面, 中东各国的安全合作模式显著受制于外部

大国的深度干预。 冷战期间, 美苏通过扶植阿拉伯国家代理人形成地区对抗格局;②

冷战后, 西方国家推行的多重和平计划彼此冲突, 不仅削弱了地区国家主导安全事

务的能力, 还加剧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持续对抗。③ 在此背景下, 中东国家未能

发展出有效的 “制度制衡” 战略以应对体系压力。④ 在地区权力结构层面, 中东地

区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地区性霸权, 更多体现为多极竞争格局,⑤ 这使得该地区难以

形成高度制度化的共同规范来约束各国过度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⑥ 权力结构视角

的缺陷在于, 地区主导大国的存在并非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条件。 相反, 有研

究指出, 在中小国家林立的地区环境中, 行为体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建立 “抱团取

暖” 式的集体安全合作来共同应对安全风险。⑦

五是社会建构主义视角。 该视角认为, 地区安全合作的持久性取决于行为体

基于认同取向和情感支持形成的主观相互依存。⑧ 有研究发现, 中东地区流行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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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与国际体系中的规范存在明显的张力。 如巴尼特指出,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规范

框架源于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 而各国对规范解释权的争夺导致阿拉伯国家体

系的分裂。① 哈立德·库莱非 (Khalid Abdulaziz Al-Khulaifi) 在对海合会的分析中也

发现, 成员国在历史、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认知差异致使该组织的内部矛盾难以

调和。②

尽管建构主义理论被视为连接国际关系与中东区域研究的重要桥梁,③ 且在分

析中东问题时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④ 但其理论框架仍存在明显缺陷。 一方面, 该

理论将中东阿拉伯世界视为单一的文化与民族体系, 采用二分法将阿拉伯民族认同

视为该地区内生的前现代因素,⑤ 国家主权则被归为外部强加的现代规范, 二者被

预设为一种互斥关系, 导致其对中东多种行为体的描述与理解过于简单化, 而且难

以解释拉美和非洲等同样具有前现代因素却能在区域安全合作中取得进展的情况;

另一方面, 该视角的逻辑起点与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W. Said) 所批判的东方

主义叙事类似, 强调中东的先天劣势是阻碍当代地区发展的主因, 并假定只有深谙

区域知识的学者方能分析中东问题。⑥ 此种假定难以脱离地域情境局限, 极易强化

“中东例外论” 的话语陷阱, 导致理论模型难以推广。

上述五种理论为理解中东安全合作困境提供了多维分析视角, 但仍存在不足之

处。 一方面, 上述视角或机械套用欧洲的经验模式而未能充分考虑中东地区的具体

情境, 或过度强调地区特殊性而落入 “例外论” 的窠臼, 限制了研究的解释效力与

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 既有成果大都侧重理论建构, 缺乏对中东具体安全合作案例

的持续追踪, 使理论框架与经验现实之间存在明显断层。 鉴于此, 下文尝试通过修

正威胁平衡模型, 并结合中东局势动荡后的地区安全合作实践进行细致分析, 探寻

兼具中东案例解释能力与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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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胁平衡模型及其修正

笔者认为, 基于新现实主义框架的威胁平衡理论能够有效弥合 “欧洲经验论”

与 “中东例外论” 的分歧。 对此, 本文尝试结合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 从

威胁平衡视角构建一个兼具区域适应性和理论普遍性的综合分析框架, 以期更准确

地解释中东国家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的行为逻辑。

(一) 威胁平衡模型及其不足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结构现实主义曾一度兴盛, 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 Waltz) 在 《国际政治理论》 一书中提出了权力平衡理论, 受到安全研究领域的广

泛关注。 华尔兹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 每当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

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 其他国家则倾向于通过联盟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 致使均势不

断出现。①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通过对中东国家的考察, 发现了权力平

衡理论对中小国家行为解释的缺陷并加以调整, 为研究中小国家的地区安全合作提供

了一个分析框架。 他认为, 权力并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成为多国制衡的目标, 因此国

家制衡的对象并非权力而是威胁。 通过系统性的实证分析, 沃尔特发现中小国家选择

制衡策略的频率高于追随策略。 为深入研究 “中小国家为什么选择联盟” 这一问题,

他聚焦地理邻近性、 崛起国的整体实力与进攻实力以及中小国家主观威胁感知等多

种因素组合。② 相较于权力平衡理论, 威胁平衡模型看起来更加符合中东地区的实

际: 一方面, 该地区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优势的霸权国; 另一方面, 近年来以沙特

阿拉伯为代表的不少地区强国将伊朗视为主要制衡对象, 而非中东地区唯一的拥核

国家以色列, 进一步表明它们的地区安全优先级是威胁遏制而非权力制衡。

不过, 威胁平衡模型在解释中东安全合作时仍存在两点缺陷。 第一, 尽管学界

主流认为中东国家多为现实主义行为体, 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与代价较小的行为,③

但巴尼特的研究发现如下悖论: “很少有关于阿拉伯政治的论述认为国家利益源于

无政府状态。”④ 换言之, 采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著在分析中东案例时往往难以

完全排除身份、 观念和社会关系等非物质权力因素。 第二, 新现实主义理论基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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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假定: 一是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 因此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 从这一视角

出发的区域研究学者往往将中东地区视为大国竞争的角斗场, 过分强调域外大国对

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 如路易斯·福西特 (Louise Fawcett) 等认为, 外部力量

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初期发挥促进作用, 但随着地区内国家逐渐抵制

外部霸权并寻求地区主导权, 其负面影响可能会迅速上升。① 莫妮卡·盖利浦

(Monica Gariup) 指出, 冷战期间美苏扶持不同的中东国家, 催生了深层次的区域地缘

政治对抗; 冷战后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行彼此冲突的和平议程, 不但限制了地区国

家自主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而且引发了各行为体之间的持续性矛盾和冲突。②

这种单一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不仅悬置了单元层次变量的解释效能, 更是在系

统—单元辩证关系中将非国家行为主体降格为理论建构的 “暗物质”。

(二) 威胁平衡模型的情境化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 本文旨在对沃尔特的经典威胁平衡模型进行理论修正与情

境化拓展, 从而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阐释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轨

迹与内在机理。 具体而言, 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原理论模型进行深化与调适: 一

是解构共同威胁在中东地缘环境中的多维作用机制, 二是厘清区域行为体在威胁感

知过程中的主体差异性, 三是揭示威胁感知的动态形成过程。

1. 感知情境

既有文献应用威胁平衡模型解释地区安全合作现象时往往基于以下假定, 即当

地区共同威胁出现时, 其直接威胁对象是周边各国, 因而会引起地区各国的安全焦

虑与平衡行动。 这一假定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视角关注单一威

胁及其结果, 忽视了共同威胁可能在中观层面给地区结构带来的多维影响。 不同于

新现实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体系层次或单元层次的要素, 本文关注地区与

国家间的互构作用, 并指出地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间的行为模式和关系。

因此, 当在不同的地区情境中出现共同威胁时, 可能引发地区国家不同的感知和行

为。 本文指出, 共同威胁的出现实质上挑战了一个地区既有的权力结构, 进而对地

区各行为体产生多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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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结构的一项关键特征是国家间的权力边界不清晰。 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普遍

认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 “主权—领土 (边界) —人口 (认同) ” 三位一体的国家概

念, 强调国家在一定范围内、 针对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特定人口行使主权。① 但罗伯

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 等指出, 此种阐释侧重国家地位的法律属性, 难以反

映现实中的经验表现。② 作为诞生于欧洲的制度框架, “现代国家” 在传播至世界各

地的过程中, 各地区的历史传统与精英的现代化叙事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地位和

主权概念内涵。 例如, 后殖民时代的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依托佛教与曼陀罗

理念理解 “现代国家”,③ 拉美各国则在缺乏核心族群的背景下构建兼具脆弱性与包

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④ 在中东地区, 目前的国家疆界多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西方殖

民者的人为划分, 既不符合自然地理条件, 也违背了人口自然聚落规律, 基于传统血

缘关系的部落和基于宗教认同的 “乌玛” (Umma) 挑战着制度结构薄弱的领土国家。

这种地区结构特征带来了三个结果: 一是领土国家的稳定性不足。 中东地区人

文地理分异与国家疆域版图严重错位, 导致民众对现行领土安排缺乏认同, 因此国

家领土框架并非 “稳定、 具体和自我封闭”,⑤ 极易引发版图的重构与地区秩序的变

迁。 这种领土认同的缺失不仅造成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 也使各国长期深陷安全焦

虑。 二是国家间相互渗透性强。 除国家认同外, 中东民众还存在民族、 信仰、 教派

和部落等多重身份认同, 各国及非国家行为体可通过激发某些跨境集体记忆干涉他

国内政, 致使各国政治易受外部渗透, 加剧安全困境并削弱国家间的基本互信。 三

是国家间权力差距较小。 国家间彼此干预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军事进攻, 还可以采取

操纵非国家认同与集体身份的方式, 物质资源有限的小国也可通过软实力战略与物

质实力更强的国家竞争。 如卡塔尔将支持政治伊斯兰作为杠杆, 凭借半岛电视台争

取阿拉伯世界话语权, 推动 “大外交” 路线与塑造地区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 中

东地区长期处于权力弥散状态, 其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极竞合特征, 始终未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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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长期系统性支配能力的地区霸权国,① 埃及、 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和沙特阿

拉伯等曾经或现在正进行短暂霸权尝试的国家往往无法同时在军事实力、 经济力量、

自然资源、 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产生压倒性优势, 由此进一步缩小了部分地区

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力差距。 例如, 尽管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在物质实力上分别被

视为地区大国与小国, 但双方的安全博弈并未明显地呈现出单向威胁态势, 而是形

成了非对称的相互威胁格局。

当某种地区力量对多个行为体构成共同威胁时, 意味着原本脆弱的地区权力结

构受到冲击, 领土国家的不稳定性突显, 国家间跨越边界的相互渗透或将加剧。 在

这种情形下, 决策主体在考量是否参与地区安全合作时不仅会着眼于应对共同的地

区威胁, 也会防范其他行为体在新结构中的扩张野心与行为变化。

2. 感知主体

新现实主义通常将国家视为同质化黑箱, 因此传统的威胁平衡模型假定国家是威

胁感知的主体。 然而, 民族国家并非铁板一块, 许多后发国家普遍存在国家建构缺陷

以及执政精英合法性不足等问题。 在此类情境中, 执政精英团体才是感知并应对威胁

的核心行为体。 在安全威胁评估时, 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政权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本文认为, 分析中东安全合作模式需要考虑该地区国家和精英团体利益范围不

吻合的特征。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将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分为传统型统治、

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其中法理型统治最稳定, 因为在此情形下民众服从的是

制度而非个体。② 而中东多数国家属于前两种类型: 君主制国家多为传统型统治,

共和制国家易出现魅力型统治, 两类政体均存在脆弱性与不稳定性。

除少数国家特定时段外, 中东多数共和制国家属于威权政体或仅有低限度竞争

性选举的 “两不像政体” (hybrid regimes), 执政政权难以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权力来

源的合法性构建。 反对派由于缺乏表达自身诉求与开展权力竞争的合法渠道, 极易

转入地下活动, 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实施政治渗透的代理人。 此类国家常常出现魅力型

领袖, 包括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urk)、 埃及

的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和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

(Hafiz Assad) 等。 纵然具有魅力的领袖可以通过自身威望获得忠实服从、 维持政权

稳定与抵消反对派的影响, 然而一旦他们去世, 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将会显著暴露。

·37·

■■■■■■■■■■■■■■■■■■■■■■■■■■■■■■■■■■■■■■

①

②

Marco Pinfari,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Robert Goodin, ed. , Oxford Handbook On-
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2016, DOI: 10. 1093 / oxfordhb / 9780199935307. 013. 86.

马克斯·韦伯著, 林荣远译: 《经济与社会》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270—271 页。



与此同时, 中东地区还存在大量君主制国家, 其中摩洛哥和约旦实行二元君主

制和多党竞争性选举, 但君主掌握内阁的任命权进而控制国家的行政权。 沙特阿拉

伯、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和阿曼等近似绝对君主制, 议员多由君主任命, 而且禁

止政党活动, 君主的权力较少受限。 这些国家的王室统治合法性多源于历史传统,

但除阿拉维王朝自 1664 年开始统治摩洛哥且自称 “穆圣后裔” 外, 其他多数君主

制国家的王室统治时间普遍较短, 神圣性和正当性并非根深蒂固, 因此其统治精英

需要应对部落和宗教团体等势力的权力竞争。

鉴于上述背景, 中东共和制与君主制国家独立后均经历了频繁动荡与多次政变。

这种历史经验使执政精英长期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形成了独特的安全感知模式。

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安全观不同, 中东各国在地区安全合作决策中奉行 “政权生存

优先” (regime survival first) 的威胁评估逻辑, 执政精英更倾向于将国内挑战视为

核心安全威胁。 由于合法性基础薄弱, 政权对内部反对力量及可能的外部支持高度

敏感。①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 沙特阿拉伯对伊朗的提防更多是由于其支持本国什叶

派反政府团体, 而非惧怕伊朗本身。② 因此在分析中东国家的威胁感知和平衡策略

时, 需要考虑到政权主体与国家主体的利益差异。

3. 感知过程

威胁平衡理论通常假定, 决策主体对威胁的感知及其采取的平衡手段是单向的

线性趋势, 因而未能揭示其中的复杂机制, 也难以解释为何在面临共同威胁时, 一

些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平衡威胁, 另一些国家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地区

安全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 本文通过引入威胁反应、 威胁衍生和威胁排序三个中介

变量, 分析威胁感知的作用机制与复杂过程 (如图 1)。

图 1　 威胁感知的分化机制、 威胁平衡与地区安全合作实践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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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威胁反应。 中东国家间的权力边界较为模糊, 国家间相互渗透和干预成

为常态, 这不仅导致地区国家间信任度极低, 也使地区版图格局缺乏稳定性。 当某

些行为体展现出明确的领土扩张意图与实力时, 各决策主体对安全威胁的应对往往

呈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它们不仅评估威胁本身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还会战略

性地考量其在权力重组过程中的潜在收益。 这种反应模式催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安

全现象: 共同威胁引发的权力结构变动通常不会形成简单的施动方与受威胁方二元

对立格局, 而是引发多行为体参与、 多维度展开的复杂博弈。 尤为关键的是, 部分

决策主体可能将这种结构性失衡视为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契机, 进而在应对共同安

全威胁时采取与集体安全预期相悖的选择。 这种双重逻辑使地区国家的安全决策呈

现矛盾性特征: 既采取了防御性的安全措施, 又积极利用地区乱局实施对外渗透,

形成安全防御与机会主义扩张并存的复合行为模式。

其次是威胁衍生。 受领土国家的非稳定性、 国家间相互渗透以及国家间权力差

距较小等地区特征影响, 中东各国互不信任, 即便为应对共同威胁而暂时结盟, 成

员国间也多有猜疑。 一方面, 盟国容易陷入格伦·斯奈德 (Glen Snyder) 描述的

“联盟安全困境”, 既需要展现自身价值以免被盟友抛弃, 又要极力避免被盟国牵连

进自身不愿深度参与的冲突;① 另一方面, 对中东各国精英集团而言, “敌人” 与

“盟友” 并非泾渭分明, 二者均可能通过扶植代理人、 开展跨国身份动员等方式挑

战其执政地位。 当地区权力结构变迁引发多方博弈时, 各决策主体或将面临来自

“敌人” 和 “盟友” 的多重威胁感知。

最后是威胁排序。 中东权力结构的剧变并非表现为单一地区力量对其他力量的

威胁, 而是呈现多重矛盾与多种威胁并存的趋势。 如果不同决策主体的威胁排序明

显错位, 则极易引发区域合作分歧与摩擦。 在中东地区, 决策主体间的威胁感知错

位可能源于两方面: 其一, 行为体对威胁信号的选择、 感知和判断未必源于客观的

权力位置对比, 而是需要考虑感知主体的自主性及观念在塑造其主观感知中的作用。

有研究指出, 观念威胁对行为体威胁判断的影响可能比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更为显

著。② 各行为体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对行为的不同认知, 因此共同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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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威胁常常未必能被同样面临威胁的行为体一致地识别, 而且不同行为体对威胁的

定义与优先排序存在差异。 其二, 执政精英将防范反对派威胁政权生存列为优先事

项, 因此在对外事务上的首要担忧是周边国家与本国反对派里应外合。 由于各国政

权面临的内部挑战来源及其外部关联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国家形成了迥异的地区威

胁感知排序。 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 阿拉伯各国均将其列为首要地区威胁并采

取了集体军事行动, 约旦也曾在战争中吞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土地,

引起地区各国更多维度的安全焦虑与版图危机。 在此背景下, 那些与以色列直接矛

盾较小的地区国家有可能将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视为更严重的安全威胁。

四、 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国家威胁感知的错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中东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安全秩序, 地区行为体经历

了周期性的威胁感知错位, 包括五次中东战争中对以色列的威胁感知、 伊斯兰革命

后对伊朗的威胁感知以及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威胁感知等均存在差异与变化。 这

一特性延续至今, 并在西亚北非动荡爆发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0 年年底至 2011 年的西亚北非动荡肇始于突尼斯的大规模反政府浪潮, 并

迅速席卷 20 余国, 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和也门纷纷发生政权更迭, 叙利亚则陷入

持久内战, 引发中东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 系统性威胁骤然升级。 此后数年, 中东

至少出现过两大共同安全威胁: 一是地区权力结构剧变使合法性不足的政权陷入

“幸存者恐惧”, 整体安全焦虑水平大幅攀升; 二是多国政权更迭带来的权力真空为

“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在 2013 年后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对地区各国安全构成了挑

战。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中东各国表面上都普遍面临国内反对势力的挑战与地区恐

怖主义蔓延的威胁, 却未能通过地区安全合作应对共同安全威胁。 其根源在于权力

边界模糊的中东国家在威胁认知上出现了分化, 各决策主体在防范共同威胁的同时

也将地区权力结构剧变视为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机遇。 这种国家间力量的渗透迅速

催生了复合型安全威胁, 加之各国对威胁优先级的判断差异, 最终导致中东国家在

安全威胁感知上的显著分化。

(一) 威胁反应: 中东国家对共同威胁的双向选择

中东国家间模糊的权力边界特征使得当地区共同威胁显现并引发权力结构变动

时, 各国一方面采取防御性措施来维护现有权力格局, 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结构性变

动视为投射影响力的政治机会。 在西亚北非动荡初期, 各国并非将所有周边政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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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都视为安全威胁。 以利比亚为例, 在卡扎菲政权陷入统治危机时, 沙特阿拉伯和

埃及等地区大国及部分非阿拉伯国家未将利比亚危机视为安全威胁的升级, 而是地

区安全压力的缓解。 这种特殊认知源于长期的历史积累。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卡

扎菲政权持续批评海湾国家的亲美政策、 主张推翻君主政体, 并反对埃及与以色列

签署 《戴维营协议》。 有学者指出, “中东国家领导人对潜在威胁的感知更多取决于

其他国家释放的修辞性和颠覆性信号”。① 纵然利比亚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直接交集

和军事冲突较少, 但卡扎菲政权仍被许多地区国家视为持续性威胁来源。 因此, 当

这一长期孤立政权面临 41 年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时, 中东各国并未形成支持现政权

的保守联盟。 2011 年 3 月初, 美国呼吁阿盟参与禁飞区执行, 并要求卡塔尔和阿联

酋等盟友国家向北约领导的联军派遣战斗机和运输机,② 这进一步激发了中东各国

遏制卡扎菲政府的积极性, 成为加速其政权崩溃的催化剂。

同时, 随着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和也门相继发生政权更迭, 叙利亚因持续内

战陷入权力碎片化, 中东地区大国 (如伊朗、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与中等强国

(如阿联酋、 卡塔尔) 纷纷强化地区力量投射, 竞相重塑区域安全秩序以谋求战略

利益。 具体而言, 伊朗在巩固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支持的同时, 利用地区权力真空

扩张什叶派阵营影响力; 土耳其基于 “新奥斯曼主义” 的外交理念, 通过军事介入

叙利亚冲突等举措不断强化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存在;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集团则采取对冲策略, 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削弱阿萨德政权以遏制伊朗,

又要防范土耳其助长叙利亚穆兄会的发展势头。

由此可见, 中东各决策主体在西亚北非动荡初期并不是简单地将地区所有国家

政权危机都视作安全威胁, 而是采取 “防范与利用并重” 的双重策略, 既防范西亚

北非动荡的冲击波危及本国政权稳定, 也试图借助乱局向周边渗透并扩张自身权力

边界。 在此种双向选择的驱动下, 各国联合应对共同威胁的意愿并非坚定不移。 如

2011 年 1 月埃及爆发革命时, 试图借机扩张影响力的卡塔尔不仅未曾展现应对威胁

的意愿, 反而在第一时间表示 “尊重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③ 并在穆罕默德·

胡斯尼·穆巴拉克 (Muhammed Hosni Mubarak) 将权力移交给最高武装部队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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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这是积极而重要的一步”。①

(二) 威胁衍生: 地区多重威胁并存

中东各决策主体在感知威胁的早期阶段不仅采取防范威胁的正向选择来应对共

同威胁, 也采取利用乱局的逆向选择, 通过扶植代理人等方式干预动荡国家, 致使

地区与国家内部政治秩序的双重碎片化现象叠加显现。 随着脆弱国家内部权力结构

的持续瓦解, 其逐渐丧失对领土的垄断性控制权, 中东地区遂涌现出更多挑战现有

国家政权的非国家行为体。 如果说西亚北非动荡初期的反政府抗议是挑战地区权力

结构的 “初始威胁”, 那么随后数年间, 该地区迅速衍生出多种并存的安全威胁形

态。 在此过程中, 三股新兴力量———以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党派、 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力量以及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势

力———的崛起尤为关键, 它们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安全环境, 也被许多地区

行为体感知为重大安全威胁来源。
首先, 以穆斯林兄弟会 (简称 “穆兄会” ) 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党派在

西亚北非动荡后迅速崛起, 成为政权崩溃国家中最具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 根据古

里安·德诺尤克斯 (Guilain Denoeux) 的定义, 此类组织是指将宗教理念与政治目

标相结合, 并据此进行政治动员的团体。② 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的自由与正

义党作为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代表, 均在本国革命后的首次多党选举中获胜。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 政治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均有扩散迹象。
2011 年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虽然实力较

弱, 但也在 2012 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第二; 叙利亚穆兄会则颁布 《誓言与宪章》, 成

为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力量。
其次, 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加剧了地区威胁的复杂性。

“伊斯兰国” 的前身为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 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叙利亚陷

入内战的背景下, “伊斯兰国” 利用两国政治真空与治理脆弱而扩充兵源。 2014 年

攻占摩苏尔标志着该组织成为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的极端势力。 不同于 “基地”
组织等早期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占领区设立行政机构, 征收税款、 管理市场

甚至发行货币, 试图建立实体政权。 自 2014 年起, “伊斯兰国” 还在北非、 南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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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等地设立分支, 形成了跨区域的 “建省” 网络。①

最后, 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势力在西亚北非动荡后显著强化了跨境

影响力。 一方面, 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巩固原有的盟友网络, 如派遣大批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以支持叙利亚政府军作战, 同时借黎巴嫩真主党打击

叙利亚南部反对派, 使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国家颠覆阿萨德的愿望落空。 在伊拉克,

巴德尔组织、 “真主旅” 等亲伊朗民兵 2014 年联合组建 “人民动员组织”, 成为事

实上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武装力量。② 另一方面, 伊朗也积极在中东拓展战略空

间。 2014—2015 年亲什叶派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后, 伊朗和胡塞武装组织在

削弱沙特阿拉伯等议题上形成趋同利益并相互借重,③ 由此将 “什叶派之弧” 的地

理范围从新月地带拓展至阿拉伯半岛。

综上可见, 随着地区动荡的持续发酵, 中东各决策主体并非仅仅感知到单一的

威胁来源, 而是意识到多重威胁并存。 这种多元化的威胁认知显著增加了它们在威

胁评估与地区安全合作决策过程中的复杂性。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 其安全考量不仅

需要防范地区反政府力量对现有政权的直接挑战, 还必须审慎评估三股力量的相对

威胁程度。 更为复杂的是, 沙特阿拉伯还需要权衡如何避免出现其中一方势力削弱

而导致另一方趁机坐大的局面。 不同决策主体对这些威胁的感知与排序往往存在显

著差异, 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集体安全合作困境。

(三) 威胁排序: 中东国家间的威胁排序存在差异

当多元主体和多重威胁并存时, 从结果来看会形成威胁的排序。 本文认为, 倘

若主体间的排序相似, 将更容易形成旨在平衡共同威胁的区域合作; 但如果排序出

现明显的错位, 就会出现相互掣肘与区域合作遇阻。 就中东地区而言, 随着多重威

胁的同时出现, 中东多决策主体对各类威胁的优先排序截然不同, 由此导致地区国

家间出现威胁感知错位。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中东各国及其精英群体的利益范围不

一致, 决策主体在感知威胁并制定平衡对策时往往将政权存续视为首要目标。 因此,

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主要基于外部势力对国内反对派的支持程度, 而不是单纯的

国家间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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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兄会崛起的威胁感知差异

由于历史上卡塔尔与埃及穆兄会联系密切, 卡塔尔未将其视为安全威胁。 20 世纪

50 年代, 卡塔尔为推动宗教教育, 从埃及招集了阿卜杜勒-巴迪·萨齐尔 (Abdul-

Badi Saqr) 和谢赫祖海尔·沙维希 (Sheikh Zuhair Al Shawish) 等穆兄会骨干开办宗

教学校。 西亚北非动荡后, 受历史传统影响, 相较于联系较少的其他非国家行为体,

卡塔尔更愿意在动荡国家支持穆兄会。 同时, 由于穆兄会等级结构严密且动员能力

强,① 一些卡塔尔政治精英认为其更有可能在动荡国家主导政坛, 扶植穆兄会或可

推动这些国家建立亲卡塔尔政府。

与卡塔尔不同,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王室将穆兄会所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

组织视为影响其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 21 世纪初, 穆兄会呈现出淡化宗教色彩的温

和化趋势,② 且西亚北非动荡以来执政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放弃将伊斯兰教

法作为国家立法基础, 沙特阿拉伯政治精英担忧穆兄会在多国兴起会动摇瓦哈比主

义在本国的根本地位,③ 进而为国内反对派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制造舆论环境。④ 在阿

联酋 2011 年 3 月的 “百人请愿” 事件中, 与穆兄会关系密切的 “改革社团” 成员

公开要求政治改革,⑤ 引起了王室的警惕。 在埃及, 2013 年 7 月阿卜杜勒·塞西

(Abdel al-Sisi) 通过政变推翻有穆兄会背景的默罕默德·穆尔西 (Mohamed Morsi)

总统后, 将穆兄会定性为极端组织并进行武力镇压。 由此,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与卡塔尔在穆兄会问题上形成显著的威胁感知错位。

2. 什叶派阵营扩张的威胁感知错位

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对手, 沙特阿拉伯将遏制什叶派阵营扩张列为首要安全关

切。 这既出于沙特阿拉伯对西亚北非动荡后什叶派阵营扩张削弱自身的地区影响力

的担忧, 也是出于对伊朗通过意识形态动员激发沙特阿拉伯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忌惮。

沙特阿拉伯虽然是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 但什叶派人口占比为 10%—15%。 2011 年

3 月, 什叶派活动人士联合逊尼派反对派共同发起了 “愤怒日” 示威, 直接挑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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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阿拉伯的公民权利体系,① 引发了沙特王室的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 倡导 “变革

政治” 的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 转而对伊朗推行无条件接触政策。② 他不仅发表

视频讲话祝贺伊朗新年, 还全面参与伊核谈判。 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加剧了沙特阿

拉伯的安全焦虑, 强化了其对伊朗的威胁感知。 为此, 沙特阿拉伯启动了双轨并行

的平衡威胁策略, 对内应对抗议活动, 并于 2016 年处决什叶派年轻一代激进领袖尼

米尔·尼米尔 (Nimr al-Nimr), 对外加大力度反对中东什叶派阵营, 甚至一度与伊

朗断交。

与沙特阿拉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部分什叶派人口较少的中东国家对伊朗及其

盟友的威胁感知相对较弱, 其中埃及、 阿曼和卡塔尔三国较具代表性。 首先, 阿卜

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ul Fatah Al-Sisi) 就任埃及总统后, 认为自身与叙利亚巴

沙尔政权在打击穆兄会问题上存在利益契合点, 并且两国同为世俗中央集权国家的

代表, 因此埃及没有跟随沙特阿拉伯反对巴沙尔政权, 反而明确支持叙利亚政府

军。③ 其次, 阿曼因历史上与伊朗关系密切, 又亟须与之开展能源合作, 且主流信

仰为伊斯兰教伊巴德派, 担心偏向任何一方都会给本国带来安全风险, 因而选择保

持中立而未跟随周边国家与伊朗断交。 最后, 卡塔尔的立场更为复杂, 其人口结构

单一, 受西亚北非动荡冲击较小, 对威胁的排序呈现两重特征。 一方面, 相较于对

什叶派势力扩张的戒备, 卡塔尔更担心加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反伊朗阵营可能受其

牵连而招致伊朗的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 作为与沙特阿拉伯接壤且国力相对弱小的

地区国家, 卡塔尔始终对沙特阿拉伯可能进行的政治渗透保持高度警惕。

五、 中东国家的威胁平衡手段与地区安全合作实践

如前所述, 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之初, 中东各国决策主体既将共同威胁视为防范

对象, 也将其当作扩张机会。 此后随着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渗透与干预, 该地区在权

力结构变动与政治真空扩大的背景下出现多重地区威胁。 由于各决策主体对以伊朗

为首的什叶派阵营、 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以穆兄会为代表的

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势力等不同威胁的排序差异巨大, 而且决策主体之间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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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体安全决策体系共识难以形成。 在此情形下, 各国决策主体平衡威胁的举措

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松散化。 中东各国既认识到加入区

域合作组织有助于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并改善本地区的国家间关系, 又高度警惕超

国家机制和跨国身份动员对本国政权的潜在威胁。 二是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多元化。
鉴于中东国家常常感知到多重安全挑战, 而且认为 “盟友” 与 “敌人” 同样可能危

及自身政权稳定, 各国倾向于参与多个区域组织, 通过议题导向的合作模式与不同

国家建立灵活伙伴关系, 从而避免对特定国家形成过度依赖。 然而, 最终无论是机

制化的安全合作还是临时性协作都陷入了失能状态, 既未能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威胁,
也无力维护地区稳定。

(一) 机制化地区安全合作失灵

西亚北非动荡初期, 在威胁反应阶段, 许多决策主体并未将所有的地区反政府

运动都视为威胁, 甚至试图推动一些与己不睦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 以便扩大自身

在周边国家的影响。 因此, 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东南亚国家的集体自卫方式不同, 20
世纪头十年西亚北非动荡之初, 各国既没有将应对共同威胁作为阿盟的首要议题,
也没有为确保政权稳定而强化组织功能, 着力提升阿盟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开展制度

化的军事合作。 相反, 各国在阿盟框架下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集体行动, 目标并非

维护成员国政权稳定, 而是集中削弱卡扎菲政权和巴沙尔政权。 具体而言, 阿盟于

2011 年 3 月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973 号决议, 授权国际社会在利比亚设立禁

飞区并采取保护平民的军事行动;① 2011 年 11 月, 阿盟中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 并

对其实施高级官员旅行禁令、 资产冻结和央行交易限制等制裁措施。 这些举措既违

背了阿盟一贯坚持的维护成员国主权原则, 也为西方干预利比亚和削弱叙利亚政权

创造了条件, 使本已制度松散的地区组织面临新的有效性危机。
面对阿盟框架下的集体行动困境, 部分中东国家转向更小规模的次地区组织来

平衡其最为关切的地区威胁。 一个典型的尝试是 2011 年 3 月海合会君主制国家向巴

林派遣 “半岛盾牌” 部队, 协助平息当时海湾地区规模最大、 伤亡最重的反政府运

动, 体现了海湾君主国防止抗议浪潮外溢、 维护政权稳定的共同诉求。 然而, 在各

国纷纷扩张权力边界致使国家间相互猜疑的背景下, 此类集体安全合作并不常见。
在巴林危机平息后, 海合会组织内部的矛盾日益突显。 例如, 沙特阿拉伯试图吸纳

摩洛哥和约旦以增强抗衡伊朗的实力, 但遭到科威特、 卡塔尔和阿曼等成员国的反

对。 它们担心组织扩张将强化沙特阿拉伯对海合会的主导权, 使其得以借此干预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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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①

随着中东反政府浪潮持续蔓延并引发多国政权更迭, 地区行为体趁机突破既有

权力边界以扩张影响力, 使得该地区主要决策主体面临多重威胁的感知与评估难题。

在威胁衍生与威胁排序的过程中, 由于各主体对威胁的辨识与优先级排列存在差异,

地区组织成员国的内部分歧与对立不断加剧。

表面上看, 2013—2014 年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崛起是地区各国共同面临的

安全威胁。 2015 年, 阿盟秘书长纳比勒·埃拉拉比 (Nabil Elaraby) 呼吁组建一支

约 4 万人的阿拉伯联合部队, 包括 3. 5 万名地面部队、 5000 名海军和 500—1000 名

空军, 旨在反恐并干预也门和利比亚冲突, 协助两国尽快恢复秩序。② 然而, 这一

机制化方案未能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支持, 主要受制于两个关键因素: 一方面, 中

东各决策主体对地区威胁优先级的感知存在根本分歧。 各方都希望借助阿盟集体安

全机制优先应对自身最关切的威胁, 导致在确定行动目标时难以协调。 在商讨行动

对象时, 各成员国从自身的安全考量和政治偏好出发, 对 “恐怖主义” 的定性各不

相同, 埃及、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均将穆兄会视为打击对象, 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

而在突尼斯, 亲穆兄会的复兴运动党更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这种威胁感知差异导致

各方难以就联合部队的打击目标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 埃及、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

等国对地区大国主导的军事合作持谨慎态度, 担心联合部队可能成为干预内政的工

具。 突尼斯甚至声称该提议 “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认为联合军队给自身政权带来

的潜在风险可能远超反恐收益。③ 这一立场反映了阿盟作为松散组织的制度性局限,

即成员国始终将政权安全置于地区集体行动之上。

在次地区组织框架下, 安全合作同样面临挑战。 以海合会为例, 成员国在应对

穆兄会和什叶派阵营等问题上存在感知错位, 这种分歧持续积累, 终于导致该组织

在 2017 年爆发了严重的内部危机。 2017 年 5 月, 卡塔尔官方媒体披露其领导人批

评海合会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并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Hassan Rohani) 通话,④

随后沙特阿拉伯等多国与卡塔尔断交。 卡塔尔随即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关系, 并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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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8 年举行的海合会峰会。 这些举措不仅削弱了海合会的制度凝聚力和运作效

力, 更是一度导致其陷入瘫痪。

(二) 临时地区安全合作乏力

在地区多重威胁叠加的复杂安全环境下, 传统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已难以满足中

东各国平衡威胁的需求。 随着主要国家普遍认为所谓 “盟友” 既不可靠也难以预

测, 它们转而建立各类临时安全合作机制以应对特定威胁。 此类机制通常表现为任

务导向的临时安排, 合作期限相对较短。① 这种合作形式灵活性更高, 使得互信程

度较低的中东国家能够针对不同威胁、 与不同对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合作。 本

文发现, 西亚北非动荡爆发后, 地区国家至少进行了三次组建此类临时安全合作机

制的重要实践, 这些尝试充分反映了地区国家在传统多边框架失效情况下的安全合

作新趋向。

第一次实践是 2015 年 3 月的 “果断风暴” 军事行动。 对中东君主制国家而言, 伊

朗的意识形态立场与革命输出政策构成了双重挑战: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 伊朗公开

反对君主制政体; 从外交实践层面来看, 其持续的革命输出行为直接强化了海湾国家

的安全忧虑。 2014 年, 亲伊朗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 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

湾君主国首次面临什叶派势力深入海湾地区的战略困局, 威胁感知达到顶峰。 2015 年

3 月, 沙特阿拉伯牵头海合会国家, 联合约旦、 摩洛哥等阿拉伯君主国以及埃及塞西

政权, 试图通过空袭、 海上封锁和派遣地面部队等方式遏制什叶派的扩张。

然而, 这一临时安全合作机制面临双重结构性缺陷: 一是军事能力的局限性。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主力缺乏有效的现代化作战体系, 严重制约了行动效果。 二

是成员国间存在战略分歧。 2017 年卡塔尔危机导致其撤出参战部队, 阿联酋将 “基

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视为首要威胁, 与沙特阿拉伯将胡塞武装列为

核心威胁的认知相悖, 两国渐行渐远削弱了合作基础。 最终, 阿联酋转而支持也门

南方过渡委员会, 沙特阿拉伯则继续扶植哈迪政府, 导致联军目标碎片化。 军事能

力的不足与合作机制的缺陷致使联合行动未能达到预期。 联军虽然成功协助哈迪政

府夺回亚丁, 却未能瓦解胡塞武装对也门北部的控制。 2019 年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

拉伯阿美石油设施事件更是造成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骤减一半,② 这也印证了美国

助理国务卿蒂姆·伦德金 (Tim Lenderking) 的判断: “针对也门的联合军事行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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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失败。”①

第二次实践是 2015 年年底成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面对 “伊斯兰国” 的迅

速扩张, 中东及周边国家共同面临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 在阿盟组建阿拉伯联合军事

力量遭遇长期搁置之际, 沙特阿拉伯呼吁海合会国家与土耳其、 埃及、 约旦、 黎巴嫩、

突尼斯、 利比亚、 也门等中东国家以及部分南亚与非洲国家共同组建了伊斯兰国家反

恐军事联盟。 然而, 该联盟同样面临地区安全合作困境。 首先, 成员国数量多达 40 余

个且地域分布广泛, 导致协调难度增加。 其次, 该联盟的目标是在打击伊拉克、 叙利

亚、 利比亚、 埃及和阿富汗等地的恐怖主义方面开展政策沟通。 然而存在感知错位的

各国就 “恐怖主义” 的具体指向产生了分歧, 鉴于伊朗等什叶派阵营行为体并未参加

该联盟, 埃及等成员国质疑沙特阿拉伯可能借反恐之名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 此外,
时任沙特阿拉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 表示, 该联

盟应当在利雅得建立行动中心。② 不少成员国担心沙特阿拉伯的动机是强化其内部安

全和扩张其权力, 也有国家认为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或将在该联盟框架下通过与非

洲国家开展联合训练介入非洲政局,③ 黎巴嫩等国因此不愿做出实质性的军事承诺

与资源投入。④ 由于上述结构性缺陷, 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的实际成效十分有

限, 其活动主要局限于联合军演和会议磋商, 未能形成有效的反恐合作。

第三次实践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后由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组成的小

规模临时性联盟, 旨在平衡卡塔尔及其支持的穆兄会等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势力。 然

而, 随着沙特阿拉伯等国与卡塔尔的关系逐步缓和, 该机制的实际效用迅速弱化。

近年来, 中东各国对以色列的威胁感知出现了显著分化, 这不仅使地区大国间

难以达成共识, 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复杂性, 这种威胁感知的差异尤其体现在

各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不同立场上。 2020 年, 在美国推动 《亚伯拉罕协议》 的背景

下, 阿联酋和巴林不再将以色列视为军事威胁并与之正式建交, 而阿尔及利亚、 科

威特和黎巴嫩等国坚持反对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获解决前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相较之下,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关键国家的威胁感知更加复杂。 沙特阿拉伯虽然与

·58·

■■■■■■■■■■■■■■■■■■■■■■■■■■■■■■■■■■■■■■

①

②

③

④

Ali Harb, “US Envoy for Yemen Blames Houthis for Failure to Reach Ceasefire,” https: / / www. middleeast-
eye. net / news / us-envoy-yemen-blames-houthis-failure-reach-ceasefire.

Mohammed Fahad Al-Harthi, “Riyadh Conference and the Turning Point,” http: / / www. arabnews. com / col-
umns / news / 902896.

Michael William Wilson, “Extremism in the Sahel: A Region in Crisis and the Search for New Allies,” https: / /
www. grc. net / single-commentary / 215.

“Lebanon FM Says Not Member of Saudi Anti - Terror Coalition,” The Daily Star Lebanon, December 15,
2015.



以色列在遏制伊朗威胁上存在共同利益, 但从政权安全角度出发, 沙特王室担忧与

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损害其作为两大宗教圣城守护者的合法性。 这一顾虑在 2023
年 10 月 “阿克萨洪水” 行动后尤为突出, 沙特阿拉伯在此后多次表示在巴勒斯坦

建国前不会承认以色列。① 在埃及, 塞西上台初期曾尝试与以色列合作制衡穆兄

会,② 但在 2023 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中, 因担心国内抗议者和巴勒斯坦难民涌入, 塞

西一方面激烈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努力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居

中调解, 显示出其多重考量。 这种分化的威胁感知直接削弱了地区合作机制的有效

性。 加沙冲突持续两年多以来, 中东的区域组织、 次区域框架以及临时合作机制全

面失灵, 未能促使地区冲突实质性降级并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反映出威胁感知错位

对区域合作的严重制约。

六、 结论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较早尝试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地区之一, 尽管各类安全

合作倡议层出不穷, 但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实践存在少数成功和多数失败的基本现实,
并由此成为全球范围内地区安全合作成效最不显著的典型案例。 西亚北非动荡爆发

后, 中东国家通过三个层级的合作机制展开尝试, 包括地区层面的阿盟、 次区域层

面的海合会以及各类临时安全合作安排。 然而, 无论制度化程度如何, 这些机制最

终都未能摆脱内部分裂与功能失效的共同命运。 本文认为, 美国对中东安全秩序的

主导能力逐步下降, 但其维持单边安全秩序的意愿仍具惯性, 这在客观上既为本土

性共同安全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又在主观上极力抑制了 “去中心化” 秩

序的萌芽, 进一步突显了构建具有包容性、 自主性与合作性安全架构的紧迫性。③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正是着眼于这一目标, 将中东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

作方向, 支持地区国家 “建设包容、 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④ 为此, 中国

发挥了与中东各国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外交信誉优势, 积极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

提供公共产品, 成功斡旋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 为中东各国跳脱冲突循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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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平共存提供了新的路径。

中东的地区安全合作困境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都值得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深

入地理解不同地区结构中行为体的感知因素与决策机制的互动关系。 在理论层面,

本文对威胁平衡模型做出了三项修正。 首先, 从中观层次探讨共同威胁如何影响地

区权力结构, 进而引起国家间行为模式的变化, 有助于从更加多维立体的视角审视

共同威胁对地区与地区内行为体的影响。 其次, 本文发现, 在中东地区存在国家建

构不完善且执政精英合法性普遍不足的政治现象。 当民族国家并非新现实主义预设

的铁板一块且执政精英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差异时, 有必要将各国的精英团体作为

主体考察其威胁感知与平衡政策。 最后, 本文尝试在威胁感知和威胁平衡之间建立

更加全面的因果机制, 立足于地区国家间的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国家和精英团体的利

益范围不吻合的现实, 讨论各国对地区威胁感知的分化机制, 并引入威胁反应、 威

胁衍生和威胁排序三个中介变量。

在经验层面, 首先, 本文尝试从宏观维度解释中东国际关系的深层悖论。 中东多国

民族、 宗教、 部落与宗派等超国家因素并未助推地区安全合作,① 反而因跨国身份认同

的广泛存在加剧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困难, 并为地区国家间权力边界的相互渗透创造了条

件。 这既催生了各决策主体的安全焦虑, 阻碍了主体间信任的建立, 也是地区合作组织

制度性孱弱的关键成因。 其次, 本文在微观维度刻画了中东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演变轨

迹, 即从正式区域组织到次区域机制再到临时合作主导的变迁。 尽管有研究将此类临时

安全合作机制视为各国战略自主的表现,② 但本文认为这实为制度化合作失效情况下的

一种被动选择。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 这种临时平衡策略不仅无助于化解地区矛盾, 反而

可能加剧地区结构的不确定性, 形成地区动荡与安全合作失灵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 一方面, 可从中观层面聚焦东南亚、 拉美和

非洲等地区的感知情境, 探讨地区差异对国家间关系与行为模式的塑造机制; 另一

方面, 可将其他地区的安全合作纳入统一比较分析框架, 通过跨区域比较剖析不同

主体的威胁感知差异如何影响各地区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行为, 拓展

威胁平衡模型的实证空间, 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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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 policy assessments. In the last case, the US relied on both the communist and national-

ist lenses, thereby mi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any single ideology and reaching a correct as-

sessment. When a great power is aware of risks of a particular ideological lens' dominance

in its policymaking, the great power should intentionally include different ideological lenses

in its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ts policies in an uncer-

tain worl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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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urity cooperation experience in the Middle East shows that regional states fa-

cing common threats often fail to build robust security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or achieve ef-

fective collaboration. The balance-of-threat theory struggles to explain this dilemma, as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ntext and the actors' varied responses to multiple

threats. This study revises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contextualizing common

threats and threat perceptions, introducing three mediating variables—threat response,

threat derivation, and threat prioritization—to reveal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threat percep-

tion and cognitive disparities among actors.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since 2011, com-

mon threats have not fostered unified threat perceptions among Middle Eastern decision-

making entities but intensified mutual distrust instead. This misalignment disrupted and

even undermined the region's collective threat balance, leading to repeated setbacks i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sub-regional mechanisms, and informal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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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way decision-makers interpret adversaries' actions

shapes subsequent strategy choices, thereby shaping critic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the traj-

ectory of détente, the dynamics of crise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Be-

havioral explanations involve both “element diagnosis” and “causal inference”, yet existing

studies often focus narrowly on the diagnostic mechanisms of a single explanatory element

and its associated biases. Clarifying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explanatory ele-

ments helps reveal how decision-makers combine multiple explanatory elements in causal in-

ference mechanisms. Decision-makers typically employ three types of explanatory elements:

analogies, cues, and reasoning. Analogies serve a “ framing” function, helping decision-

makers form a preliminary interpretive framework by rapidly acquiring cues and reasons.

Attributive and situational cues serve a “calibration” function, correcting biases in reasons

to ensure logical coherence. Reasons such as motives, intentions, and resolve serve an

“adjustment” function. Minor adjustments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existing explanations,

while major adjustments drive the fundamental revision of the interpretive mechanism.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offers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US-Soviet relations case in

1989, providing a dynamic depiction of decision-makers' cognitive systems and offering val-

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decision-mak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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